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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

李蕊佚*

内容提要 基于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对宪法社会权进行阐释，往往窄化乃

至遮蔽了我国宪法社会权条款“权利—义务”复合结构所蕴含的规范功能。

回归宪法文本，涉劳动、受教育义务等社会权条款构成的内容形成保留，为立

法者构建社会权保障制度提供了内容形成依据；“丧失劳动能力”“有益于人

民”等内在限制则为社会权保护范围划定了固有边界。立法者通过社会保障

立法，将宪法社会权条款的形成保留和内在限制，转化为个人主张社会权时需

履行的法律义务。这些义务在立法中被构造为“资格确认—状态维持—水平

衡量”三重非强制性构成要件，构筑了宪法规范向实然权益转化的制度载体。

由此，社会权的实现逻辑得以从国家单向给付转向国家履行保障义务与个人

践行协同义务的过程。该构造不仅消解了劳动与受教育既作为权利又作为义

务的表象悖论，更藉由构成性要件厘定了社会保障领域立法裁量的实体边界，

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转型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宪

法规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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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魏玛宪法》开始高扬福利国家理念，宣示把实现对生存权的保障当作国家的政

治性义务之后，不少国家相继在宪法中规定了具有生存权保障性质的社会权。(1) 社会权

赋予人们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并提供维持体面生活的经济保障，从而使人们能够自

主规划并实现自己的人生。(2) 无论是沿袭“社会权—自由权”的二分框架，(3) 抑或依循基

本权利的功能体系，(4)社会权均被视为公民享有要求国家给付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由此

型构出以国家义务为中心的诠释范式。该范式虽准确凸显国家在资源分配、制度供给中

的主导地位，但难以充分阐释我国宪法社会权条款所内蕴的“权利—义务”复合结构，

易导致对劳动、受教育等宪法义务条款规范功能的窄化乃至遮蔽 (5)。此外，国家单向给付

的保障模式既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财政可持续性承压的现实约束，也难以使该模式下

的差异化给付规则获得宪法上的充分证立，毕竟财政负担能力本身并不构成差异化给付

的充分正当化事由。

事实上，我国宪法预设的社会权保障模式并非局限于均质的单向国家给付承诺，而

是蕴含了国家履行保障义务、个人践行协同义务的协同实现路径。此协同结构于规范层

面端赖形成保留条款与内在限制条款这两类宪法条款的共同支撑。二者分别从积极建

构与消极边界两个面向，为社会权保障中个人义务的存在和履行提供了宪法规范基础。

新近研究虽通过体系解释深刻揭示了中国宪法社会权独具的建构性功能，即通过赋予公

民参与共同体建设和经济组织管理的宪法权利实现社会共同体的组织整合，(6) 却未及深

描个体公民在社会权实现过程中的微观角色与作用机制。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突破国家

中心主义的诠释定式，通过宪法文本的规范分析，系统阐释个人义务作为社会权实现之

协同要素的规范构造与功能定位，以完整呈现我国宪法预设的社会权保障图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

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7) 该战略部署既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指明了方向，也对宪

法社会权条款的规范阐释提出了迫切的实践需求。将个人义务纳入社会权保障的规范

(1) 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 页。

(2) See Jeff King, Judging Social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4.
(3) 参见潘荣伟：《论公民社会权》，载《法学》2003 年第 4 期，第 29 页；郑贤君：《论宪法社会基本权的分类与构成》，载

《法律科学》2004 年第 2 期，第 3 页。

(4)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载《中国法学》2006
年第 1 期，第 25 页。

(5) 参见林家睿：《论宪法中的基本义务及其规范力》，载《政治与法律》2025 年第 11 期，第 136 页；王锴：《论我国宪法

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载《法学家》2008 年第 4 期，第 63 页。

(6) 参见刘晗：《中国宪法社会权的体系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3 期，第 181 页。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 年 10 月 16 日），载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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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可为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坚实的宪法规范基础，推动社会

保障体系在公平、效率与可持续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二、个人义务的宪法基础及其立法形成

我国宪法通过两类规范路径为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提供依据：一为形成保留条

款——宪法向立法者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规范要求，经由立法形成转化为个人协同

义务；二为内在限制条款——宪法为社会权保护范围预设消极边界，经由立法具体化为

个人须满足的法定要件。两类宪法依据经由立法，最终转化为公民主张社会权时必须满

足的构成性法律要件。

（一）宪法社会权条款的规范特征

各国宪法对社会权的规范建构一般呈现为两种模式：国家义务导向模式与个人权

利宣示模式。我国《宪法》“总纲”第 14、19、20、21、22、23 条确立了国家在民生

保障领域的积极作为义务，显属国家义务导向模式。但此类条款并未设定国家须即刻完

全履行的绝对保障义务，其规范表述呈现出鲜明的渐进实现特征。例如，第 14 条要求国

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明确

发展社会保障事业须“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断”“逐步”等规范措辞表明，国

家义务的履行程度受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需随国家财力的增长而逐

步实现。据此，对国家义务履行状况的规范评价，需考察其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是否采取

了合理、积极的措施，而非以其是否达成某一绝对给付标准来衡量。

《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 42 条至第 47 条则具体规定了公民的

各项社会权。依据拉兹的权利利益理论，权利的本质在于其利益是使其他人负有某项义

务的充分理由。(8) 申言之，权利的证成不仅课予国家保障或尊重义务，也可能在社会主体

间创设义务，其规范本质天然预设了不同主体间权利与义务冲突的可能性。鉴于此，现

代宪法普遍肯认对基本权利的合宪性限制。我国《宪法》第 51 条也设定了基本权利行

使的一般性边界，此乃自由权与社会权共有的外部限制依据。(9) 但社会权条款在规范构

造上并非仅受上述共通限制拘束，更独具“权利—义务”复合构造。这种特殊性首先体

现于部分社会权条款在确认受益权能的同时，直接课予公民特定的宪法义务（如劳动、

受教育义务）；其次，部分社会权条款不仅要求国家履行给付义务，还预设了权利享有须

以个人积极协作为前提的复合结构。此结构在宪法层面呈现为两类不同的规范形态：一

是宪法预设的内在限制，经由立法具体化为个人须满足法定要件的积极作为义务，如第

43 条规定的劳动者身份、第 45 条第 1 款内含的生存困境举证；二是宪法要求的内容形

成保留，经由立法制度构建后转化为个人须配合制度运行的协同义务，如第 45 条第 3 款

(8) 参见彭诚信：《现代权利视域中利益理论的更新与发展》，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9) 参见陈鹏：《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生成与构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2 期，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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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参加“劳动”置于“生活扶助”之前。此与自由权条款的保护范围主要依赖宪法自

身划定、个人无须积极满足特定法律要件即可自然落入的消极保障模式，存在根本差异。

（二）社会权保障的形成保留指引

宪法社会权条款通过形成保留向立法者提出制度建构的规范要求。《宪法》第 42
条和第 46 条的规范构造在立宪源流上承继了苏联“权利义务一致性”传统，(10) 但并不能

因此肯认公民义务具有基本权利所享有的价值核心地位 (11)。劳动义务和受教育义务的首

要功能并非直接约束公民，(12) 而是为立法者构建社会权保障制度提供内容形成依据。此

外，第 45 条第 3 款以“劳动”优先的文本结构，向立法者发出以能力建构为导向的救助

制度形成委托。

1. 基于劳动能力的差异化制度安排

《宪法》第 42 条在确立劳动义务的同时，通过该条第 3 款进一步明确“劳动是一切

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其中，“有劳动能力”不仅是劳动义务的规范适用前提，

更是立法者开展制度建构的宪法形成依据。宪法以此标准将公民类型化为义务主体与

纯粹权利主体，并授权立法者据此对这两类主体实施差异化的义务配置。对于具有劳动

能力的公民，立法者不仅须通过立法构建国家创造就业条件、保障劳动权益的制度基础，

还须将宪法层面的劳动义务转化为法律层面的协同义务。例如，立法将基于劳动所得的

社保缴费义务确立为养老金受领权的核心构成要件，在规范层面将劳动义务转化为兼具

持续性与财产属性的法律义务，型构出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协同实现逻辑。反之，对于

重度残障人士、完全失能老人等无劳动能力者，其社会权保障不再以履行劳动义务为前

提，而转由国家与社会直接承担生存照顾义务。此时立法者的任务在于构建社会保障与

救助制度，确立该类主体无需履行劳动义务即可主张社会权的适用除外规则。

据此，立法须依据第 42 条设定的“有劳动能力”这一规范适用前提，针对不同劳动

能力状态的群体作出差异化义务配置，进而形成差异化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第

一，对劳动能力受限或缺失的群体，采取适用除外加特殊保障的路径。 例如，《劳动法》

第 15 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该规定并非免除未成年

人的宪法义务，而是基于其劳动能力尚未完全发展的客观现实，认定其不满足劳动义务

的规范适用前提，转而以特殊保障措施予以替代。(13) 这实质是立法在宪法授予的形成空

间内，对该群体劳动义务履行方式所作的合宪性安排。第二，对仍具备实际劳动能力的特

定群体，采取要件延续加履行方式调整的路径。该路径以对公民是否具备劳动能力的实

质判断为宪法授权基础，对劳动义务履行的持续期作出动态调整。例如，2024 年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将法定退休

年龄延后，2026 年相继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 16 条明确规定，

(10) 参见许瑞超：《论宪法中的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载《人权》2023 年第 1 期，第 122 页。

(11)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63-264 页。

(12)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载《清华法学》2012 年第 4 期，第 33 页。

(13) 例如，转而强化国家、社会与家庭对其负有的保障责任。参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16、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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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劳动者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选择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个人身

份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这二者相结合，将宪法劳动义务具体化为缴费义务

后，对缴费义务的履行期限予以合理延长。续缴的缴费年限由此成为超龄劳动者主张养

老金受领权的必要前提，体现了公民履行协同义务、享有实然权益的社会权实现逻辑。

2. 基于教育目标的阶段性制度构造

《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在确认受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的同时，于第 2 款明确要求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结合《宪法》第 49 条

规定的“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我国宪法实际上确立了国家与家庭共同

保障未成年人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规范目标与内容形成依据 (14)。基于此，第 46 条规定的受

教育权利与义务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这为立法者差异化建构国民教育制度提供

了宪法指引，即立法者须依据受教育义务在不同教育阶段的适用范围与拘束强度，创设

相应的个人法律义务体系。

在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对于公民人格形成与发展具有显著的基础性。(15) 相应地，

受教育义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获得融入社会所必需的基本能力，承载着个人

发展与国家人才培养的双重目标。(16) 据此，立法者需通过形成性立法确立三类主体的法

定义务：为适龄公民确立接受初等教育的就学义务；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立保障适龄

子女就学的监护义务；为国家确立供给并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的给付义务。立法继而通

过构建学籍管理、控辍保学追责(17)等刚性实施机制，确认并落实适龄公民的就学义务与监

护人的监护义务；通过构建教育经费保障、城乡学校布局规划、全覆盖免费教育政策等

系列制度，夯实并兑现国家的教育资源给付义务。在此阶段，适龄公民的受教育权与受

教育义务在规范层面深度嵌合：宪法将履行受教育义务预设为受教育权的内在构成要 
素。公民对国家享有基础教育的“原始给付请求权”(18)；同时其本人须依宪法要求恪守就

学义务以获得给付，由此集中体现了“权利—义务”复合结构的本质特征。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呈现出显著的自我发展面向与选择自由属性。此阶

段，宪法受教育权规范的重心从基础性的刚性兜底保障，转向对公民个性形成自由与机

会平等的尊重与促进。这一转向要求立法者在制度形成中为公民的自主选择提供规范

空间。相应地，宪法对立法者的形成性授权也发生重心转移：国家义务的核心从全覆盖

式的直接给付，转向确保教育机会分配的公正性，并为公民行使选择自由提供规范支撑。

公民则对制度框架内的竞争性教育机会与配套资源享有“衍生给付请求权”(19)。在此宪法

框架下，立法者须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与辅助性价值，通过立法转化为与之适配

(14) 参见张翔：《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兼论与社科法学的沟通》，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15) 参见前注 ⑪，林来梵书，第 235 页。

(16) 参见申素平：《教育立法与受教育权的体系化保障》，载《教育研究》2021 年第 8 期，第 35 页。

(17) 参见《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教基〔2020〕5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常态化报告工作机制的通知》（教基厅函〔2024〕15 号）。

(18) 赵宏：《社会国与公民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权利在社会国下的拓展与限定》，载《比较法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28 页。

(19) 前注 ⑱，赵宏文，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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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法律义务。例如，公民一旦自主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即触发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序，

进而负有诚信报名、遵守考纪、公平竞争等协同义务。此阶段受教育的权利义务关系呈

现为：选择主张受教育权益，即产生相应协同义务。此系立法机关在以尊重公民个性形

成自由为目标的宪法框架下，通过保障教育机会公平及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对受教育权

实现路径所作的合宪性建构。

3. 基于能力构建优先的救助制度形成

《宪法》第 45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与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

的劳动、生活和教育”。此处“劳动、生活和教育”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共同型构了以恢

复残障公民人格尊严与自治能力为导向的手段体系。其中，劳动是实现生存权的一般手

段，(20) 具有规范上的优先地位；生活扶助与教育支持则处于补充地位。从而在介入方式

上，国家应优先选择有助于恢复或提升个人自治能力的给付措施，而非直接提供物质给

付。这种能力建构优先于物质给付的次序安排，界定了国家履行物质帮助义务的价值顺

位与功能界限。该规范结构彰显了对残障公民主体性的尊重，超越了单纯以物质转移为

底色的传统保障观念。《残疾人保障法》第 33 条确立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

即是对《宪法》第 45 条规范意旨的立法转化，旨在通过制度性保障促使残障公民融入

社会、实现自我赋能。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扶持

残障人士就业的责任和义务。(21) 相应地，立法应为具备条件的残障公民设定积极协同的

规范要求，如积极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尝试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等，确立国家提供劳动就

业机会、个人积极协同的互动实现机制。

（三）社会权保护范围的内在限制

内在限制指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存在一个界限，是解决一个行为要不要受基本权利

保护的问题。(22) 我国宪法社会权条文直接明确了内在限制，社会权保护范围的立法具体

化便须在该界限内展开。宪法社会权的内在限制可类型化为以下三类：

1.以义务履行结果为基准的受益资格认定

此类内在限制将特定社会权的享有与特定法律身份相联结，而该身份本质上是对个

人履行法定义务的结果确认。首先，劳动义务履行结果与受益权能的规范联结。《宪法》

第 43 条明确以“劳动者”为休息权主体，第 44 条以“退休人员”为保障给付对象，二

者共同表征了受益资格对劳动义务履行事实的依赖性。该身份联结印证了劳动作为社

会财富积累与权利实现的基础，并揭示了劳动义务的社会连带属性。在立法中，该内在

限制被具体化为受益主体身份认定的法定要件。例如，《劳动法》第 2 条将“劳动者”

确认为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自然人，并以此身份作为享有工时限制、休息休假等

实体权益的资格前提。《社会保险法》第 16 条将公民基于劳动所得“累计缴费满十五年”

的履行结果，确立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法定资格要件。其次，特殊义务履行结果与

(20) 参见徐显明：《生存权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第 46 页。

(21) 参见《残疾人就业条例》第 3 条。

(22) 参见王锴：《论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利丧失》，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 年第 3 期，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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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受益资格的规范联结。依据《宪法》第 45 条第 2 款，残疾军人保障、军属优待及烈

士抚恤等特别受益资格，直接源于本人或其家属履行服兵役义务的法定状态或为国牺牲

的法定事实。在立法具体化时，立法者据此作出资格认定的规范要求，将特殊义务履行

结果具体化为身份认定的程序性要素。例如，烈士遗属须根据《烈士褒扬条例》第 9 条

提交法定证明材料，经主管部门核实和评定身份后，其再依据该条例第 17 条通过申请与

审核程序取得抚恤金等特别受益资格。

2.以辅助性原则为基准的给付启动门槛

《宪法》第 45 条第 1 款将触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情形并列规定为“年老、疾病或者

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一词表明三类情形在规范评价上具有等价性，公民陷于任一状

态即同等纳入保护范围。其中，“丧失劳动能力”意指，因非自愿的客观原因陷入无法

通过自身劳动维持基本生存的困境。基于《宪法》第 33 条平等原则，年老、疾病情形也

须作同类解释，即必须以陷入与丧失劳动能力具有实质可比性的生存困境为必要。由此

可析出物质帮助权保护范围的内在限制：个人处于无法依靠自身劳动维持基本生活的状

态。这不仅在宪法层面划定了国家给付的消极边界，更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权利的启动要

件。立法形成时应据此将宪法预设的困境事实细化为可举证的法定构成要件。欲主张

物质帮助权的年老或疾病公民，须证明其因身体客观原因无法劳动，或虽具一定劳动能

力但已穷尽合理努力仍难以维持生存。该内在限制的正当性根植于辅助性原则，即个人

对自己的生存条件和自我实现负有首要责任，(23)国家发挥补充与支持作用(24)。辅助性原则

作为制度基准，决定了国家给付不得逾越“丧失劳动能力”所界定的启动门槛。这一制

度要求还可从作为物质帮助权规范内核的生存权获得印证。生存权以矫正财产权绝对

化所导致的实质不平等为出发点。(25) 其矫正的目标并非单向的物质救济，而是恢复个人

的自立能力。该内在限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激励公民自立自强、积极参与社会建设

的规范意旨，同时实现了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精准配置于陷入生存困境的群体。

3.以价值正当性为基准的资源分配界限

《宪法》第 47 条的规范结构包含两个面向：该条第 1 句规定的“科学研究、文学艺

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属于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但该条第 2 句确立的获

得国家“鼓励和帮助”的受益权能则受“有益于人民”的内在限制拘束。凡不符合此

价值基准的文化活动，自始不在受国家鼓励和帮助的保护范围内。质言之，公民虽普遍

享有从事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文化活动自由，然唯有其活动内容符合“有益于人

民”的价值基准时，始得主张国家在物质或制度层面的积极给付。这实质上将国家公共

资源支持的范围，从宽泛的文化活动自由限缩至经价值筛选的创造性工作。据此，立法

者须将“有益于人民”的抽象宪法价值具体化为资源分配的实体要件。立法可通过设

立资助门槛与同行评议规程，要求申请人在内容合法性、科研伦理遵从度及成果公益性

(23) 参见周俊：《社会救助标准的设定空间及其审查方法》，载《行政法学研究》2025 年第 4 期，第 178 页。

(24) 参见陈征：《宪法社会权的价值属性与规范定位》，载《环球法律评论》2024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5) 参见前注 ⑳，徐显明文，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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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维度，接受是否符合“有益于人民”的价值基准审查。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第 12 条明确要求申请人承诺其研究不危害国家安全、符合科技伦理，此即属于对

“有益于人民”这一规范要求的立法具体化，从而贯彻了资源分配的合宪性要求。

（四）个人义务的立法生成

宪法社会权条款的形成保留和内在限制的规范意旨均指向社会权的“权利—义务”

复合结构的实现逻辑。就形成保留条款而言，劳动与受教育两类义务本身就是复合结构

中要求公民积极作为的宪法载体，立法者可直接将其明确为法律中的具体行为要求。(26)

结合“有劳动能力”的义务规范适用前提、受教育义务的拘束力差异和与之匹配的权利

行使选择自由等要素，立法者将宪法层面原则性的积极作为要求，细化为社会权实现过

程中可操作的个人行为规则。《宪法》第 45 条第 3 款将能力建构置于首位，也在规范上

预设了受益人须通过履行劳动培训等协同义务来实现该宪法目标。就内在限制而言，其

划定了权利保护范围的边界。(27) 唯有个人通过积极作为以契合该边界，其主张方能落入

权利的保护射程：基于主体资格型限制，休息权、退休保障、烈士家属优待等社会权的受

益资格，与个人积极履行劳动、缴纳社保费用、提交法定证明材料等法定义务相联结，使

义务履行内化为权利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基于辅助优先型限制，个人须履行积极求职、

参与公益服务等协同义务，以满足国家给付的启动门槛，进而获得物质帮助；基于价值导

向型限制，个人须履行科研伦理、维护国家安全等合规义务，以符合国家支持文化活动的

实质价值基准。在此意义上，内在限制虽未以义务形态呈现于宪法文本，却发挥着划定

个人协同义务适用范围与除外情形的边界功能，与形成保留条款共同构成立法构建社会

权实现机制的完整宪法基础。

宪法规范具有“法律中介性”(28)，其实施需由立法机关结合社会事实与部门法逻辑进

行创造性具体化，(29) 从而转化为可直接约束个人行为的法律规范。但形成保留和内在限

制在个人义务生成过程中存在根本的功能差异。形成保留条款构成立法者开展制度建

构的积极授权基础。立法者须通过积极的立法形成确定社会权的保护对象和为社会权

的实现构建制度条件。(30)例如，劳动与受教育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资格判定基准及配套

制度体系均委由立法形成。与之相对，内在限制属于权利保护范围的固有边界，为立法

裁量划定了实体拘束框架。在构建社会权保障制度时，立法者须受“丧失劳动能力”“有

益于人民”等内在限制的严格拘束，以此为界精准厘定社会权的保护范围。

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正是立法者在宪法框架下，以形成保留条款为制度建构的规

范基础、以内在限制为权利范围的边界框定，将宪法社会权条款的规范要求转化为具体

(26) 参见王晖：《法律中的团结观与基本义务》，载《清华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12 页。

(27) 参见王锴：《论立法在基本权利形成中的作用与限制——兼论“公有制”的立法形成》，载《法治研究》2017 年第 1 期，

第 104 页。

(28) 王锴：《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基于德国学说的梳理》，载《政治与法律》2015 年第 10 期，第 124 页。

(29) 参见许瑞超：《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关系构造》，载《中国法学》2025 年第 6 期，第 200-201 页。

(30) 参见前注 ⑨，陈鹏文，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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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范的结果。宪法层面的抽象规范经立法过程，生成为个人主张社会权时必须契合的

构成性法律要件。因此，个人义务属于法律义务，即经立法具体化所生成的对主体行为的

约束性规定。(31) 社会权实现的协同机制由此也得以清晰呈现：于国家而言，宪法规范型构

了社会权保障的客观价值秩序与制度保障框架；(32)于个人而言，经由立法具体化作业所生

成的协同义务，使其从被动受益者转变为通过满足构成性要件而参与共建的权利主体。

三、个人义务的规范属性及其效力发生机制

个人义务作为给付实现的构成性要件嵌入社会权实现的各环节，引导个人契合宪法

预设的社会权实现要件。其规范功能可从双重维度展开：一方面，通过对个人义务履行

状态的要件核验，筛除不符合权利实现要件的主张，保障社会资源分配的实体正义；另一

方面，为立法形成划定边界，阻却立法恣意扩张给付范围，同时确保宪法预设的最低生存

保障底线不被稀释。

（一）个人义务的非强制性属性

在社会权保障语境下，将立法者依据宪法设定的社会权实现条件界定为个人义务而

非个人责任，根源在于二者的规范逻辑与法理构造存在本质差异。义务与责任虽同为实

定法秩序的产物，但分属不同的规范层次：义务乃法律预先设定的应当作为或不作为的

行为规范指引，(33) 旨在确立常态化的行为标准；责任则是主体违反义务后所引发的、由国

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不利法律后果，(34) 是义务得以履行的事后矫正与保障机制。二者的

层级区分表明，义务的成立不以制裁为前提；强制性是法律责任而非法律义务的本质属

性。(35)即便宪法社会权的义务条款已由立法形成具体的法律义务，立法也并未对此类义

务的违反行为设置惩罚性强制措施。例如，《社会保险法》第 10 条和第 23 条规定了个

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未履行该义务的直接法律后果通常是无法享受相应的养老

金、医疗保险等权益 (36)；《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7 条明确学生有完成规定学业

的义务，未履行该义务的后果通常是无法取得相应学位(37)。上述义务违反的后果均非直接

招致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由此可见，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并不附带由国家强制力保

障的惩罚性后果，其规范效力的发挥不依赖于传统的法律制裁威慑。

基于义务违反后果的强制性差异，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可界定为“弱式义务”，

其与纳税、服兵役等传统“强式义务”形成鲜明分野。(38) 两类义务虽同属公民法定义务，

(31) 参见钱大军：《法律与法律义务关联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 年第 1 期，第 56 页。

(32) 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062、1070 页。

(33) 参见钱大军：《法律义务的逻辑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 年第 2 期，第 87 页。

(34) 参见沈宗灵：《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1 期，第 40 页。

(35) 参见前注 ㉝，钱大军文，第 92-93 页。

(36) 参见《社会保险法》第 16、27 条。

(37) 参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32 条。

(38) 参见张恒山：《义务、法律义务内涵再辨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 年第 4 期，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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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护法益、规范逻辑与约束方式迥异。纳税、服兵役等强式义务承载国防安全、财政存

续等核心国家利益，关乎宪法秩序的稳定，故立法采用要求义务主体绝对服从的刚性规

范逻辑，以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作为违反义务的直接后果，并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绝对约

束。而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的立法目标在于引导个人主动参与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

会资源公正分配、维系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运转，最终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的

提升。其规范效力的作用机制并非事后制裁威慑，而是立法构建的“要件—后果”构成

性关联：个人履行协同义务的行为被设定为，启动、持续或足额获取养老金、社会保险、社

会救助等现实利益的构成性要件。个人拒不履行或未充分履行相关义务并不会遭受额

外的人身、财产惩罚，仅会因构成性要件的阙如而导致相应社会权益无法启动、存续或保

障水平受限。质言之，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履行机制并不倚赖国家强制力，而是受内

在的利益诱导机制影响，依托个人对自身权益的理性权衡与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自发驱动

义务履行，从而在制度层面实现引导协同而非强制服从的规范效果。

（二）作为构成性要件发挥效力

在法理层面，行为模式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关联并非自然因果，而是立法者设定的归

属关系，即行为被赋予何种法律效果取决于立法者的规范选择，从而法律效果可以是惩

罚性的否定性效果，也可以是非惩罚性的肯定性效果。(39) 基于社会权实现中个人义务的

非强制性与利益导向的规范属性，立法可将其定位为一种具有构成性特征的行为模式：

个人欲主张特定社会权，须首先满足立法所设定的行为要求，方能触发相应的法律效果。

此类要件的设置并不触及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保障，而是通过资格确认、状

态维持与水平衡量的三重构造，为宪法规范的具体化提供制度载体。

第一，作为社会权启动的资格确认要件。此类个人义务构成社会权受益资格生成

的实体性认定前提，其履行状态是判断权利主张是否落入特定社会权保护射程的规范基

准。具体表现为两种规范形态：一是身份取得型义务，即个人须通过特定行为获取社会

权主体身份。例如，依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 6 条，个人履行完成社会保险登记程

序的义务，构成确立社会保险参保关系、个人正式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程序

性要件。二是状态声明型义务，即要求个人如实申报与权利资格相关的客观情况。例如，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第 9 条规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须

履行提交材料、承诺信息真实、授权经济状况核查及配合调查等义务。其中，承诺信息真

实完整与授权核查经济状况等行为，构成行政审核确认法定救助对象的核心构成性要

件，直接决定申请人是否落入社会救助权的保护射程。

第二，作为社会权存续的状态维持要件。此类个人义务并非外部行为要求，而是维

系已获确认的受益资格持续有效的构成性要件。权利人唯有通过义务的持续性履行，方

能维持其享有对应实然权益的资格与状态。例如，《社会保险法》第 16 条将“达到法

(39) 参见陈景辉：《合规范性：规范基础上的合法观念——兼论违法、不法与合法的关系》，载《政法论坛》2006 年第 2 期，

第 61-63、67、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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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设定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构成性要件；若缴费中

断影响“累计满十五年”要件的满足，须延长缴费或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可补足要

件、恢复待遇领取资格。再以失业保险为例，依据《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第 8 条

和第 11 条，受益人在领取期间须如实申报就业情况、积极求职并接受职业指导与培训，

此即典型的状态维持类构成性要件。若拒不接受适当职业推介的，则依《失业保险条例》

第 15 条第 6 项规定停止发放失业保险金。上述情形表明，社会权的存续以个人协同义

务的持续践行为动态支撑，进而避免福利依赖。

第三，作为社会权实现水平的衡量要件。此类个人义务是立法者在形成保留框架下

设定的梯度化构成性要件，其核心功能在于以义务履行程度为量化基准，厘定社会权给

付的层级与幅度，集中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相容与分配正义。例如，《高等教育法》

第 19 条将“经考试合格”设定为取得专科生、本科生及研究生入学资格的法定前提；而

考试成绩则是立法者预设的、衡量受教育权实现水平的核心量化基准。将分数转化为录

取位次与教育资源分配方案，属于立法者在《宪法》第 46 条的框架下，就受教育权保护

射程内的实现样态所作的具体化安排。依据《社会保险法》第 15 条，基本养老金根据

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等个人义务履行事实，结合个人账户积累额与相关法定参

数共同确定。其中，累计缴费年限反映协同义务履行的持续时长，缴费工资则映射劳动

贡献的程度差异，二者共同构成养老金待遇核算的量化基准。在科研资助分配中，申请

人履行合规论证、效益说明等义务的质量，构成评审中能否获得优先支持的评价基准。

（三）与基本权利干预的界分

《宪法》第 51 条旨在解决基本权利行使的边界问题，构成基本权利的外部限制依据。

立法机关据此限制基本权利，系因公民在权利行使过程中触及“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宪法界限。例如，公民在行使言论

自由时若公然侮辱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将因违反《刑法》第 246 条而承担

刑事责任。与之相对，宪法层面的社会权形成保留条款发挥内容形成的功能，为立法者

整备社会权实现前提提供授权基础；内在限制则发挥保护范围边界控制的功能，框定立

法形成不得逾越的限界。二者共同界定社会权的保护范围与实现条件，并通过设定构成

性要件，为公共资源的理性配置提供宪法依循。基于此生成的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

其规范效力机制在性质、目标与作用方式上，均与基于《宪法》第 51 条生成的基本权利

干预规范存在根本差异。

第一，规范性质不同。个人义务乃立法在形成保留框架下设定的社会权实现的构成

性要件，从正面预设了义务履行与权利取得的规范归属关系。例如，依法履行劳动义务

是取得休息权主体资格的法定要件，属于基于宪法内在目的的立法形成 (40)。而依据《宪

法》第 51 条制定的禁止性立法则是权利的外部限制规范，其从反面规定了行使权利时

不得触犯的边界。

(40) 参见王锴：《宪法社会权保障的分析思路——以备案审查案例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25 年第 3 期，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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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用环节不同。在规范生成中，形成保留与内在限制条款首先为社会权保护

范围与实现条件的界定提供宪法依据；在此基础上，《宪法》第 51 条方作为权利行使过

程中的一般性外部限制依据发挥作用(41)。在权利实现中，个人义务于社会权启动阶段即开

始发挥作用；而依据《宪法》第 51 条所设的限制仅作用于权利行使过程中，旨在防止和

矫正权利滥用行为。例如，在判断公民是否滥用物质帮助权之前，须先审查其是否满足

《宪法》第 45 条规定的“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这一主体资格要件。

第三，法律后果不同。不履行个人义务的直接后果是相应社会权无法启动或实现水

平受限。例如，未按《社会保险法》第 23 条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依据相关医

保规定统筹基金不予支付当期医疗费用。而违反基于《宪法》第 51 条干预保留所设的

禁止性法律规定，则可能因其行为本身违法而招致独立的法律制裁。

需要强调的是，普通法律对妨碍社会权制度运行行为所设定的制裁，是立法机关基

于《宪法》第 51 条干预保留对破坏社会权制度的独立违法行为所作的外部限制，而非

直接针对社会权实现中个人义务的不履行。典型如“基因编辑婴儿案”，涉案人员被定

罪量刑是因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336 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即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

格的情况下将不成熟的医疗技术非法应用于人体，(42) 而非因其科研活动背离了《宪法》

第 47 条“有益于人民”的价值导向。基于《宪法》第 51 条制定的这类制裁性规范，旨

在通过惩处欺诈申领、恶意阻挠制度实施或滥用制度规则等超越基本权利行使边界的行

为，维护社会保障制度的公正运行。

综上所述，个人义务规范功能的核心在于引导与型构社会权的实现，作用机制体现

为构成性与利益导向；而干预保留则旨在惩戒违法行为、维护客观法秩序，具有鲜明的事

后制裁性。二者共同形塑了社会权保障的完整规范结构。由此可清晰界分社会权与自

由权下个人义务的规范分野：自由权语境下的个人义务本质上是基于《宪法》第 51 条

确立的普遍性消极守法义务；而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系立法在内容形成保留框架下，

针对特定社会权专属设定的构成性要件，仅在与之对应的社会权实现环节发挥效力。

四、个人义务与社会权的协同保障制度

义务的履行归根结底是为了自我权利的实现。(43) 强调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最终

目的在于为社会权的实质保障建构一条兼具可持续性与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社会权

的实现受制于财政资源、社会条件等约束，其保障效能有赖于精密的制度设计。将个人

义务系统纳入社会权保障的制度构造，可从以下三重维度展开：首先，个人义务与社会主

(41) 参见王锴：《论基本权利干预中的法律保留与宪法保留》，载《中国法学》2025 年第 5 期，第 213 页。

(42) 参见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48 页。

(43) 参见张文显：《“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兼论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载《中国法学》1990 年第

4 期，第 25 页。



宪法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

17

义宪法原则的内在关联，构成协同保障制度的宪制前提；其次，个人义务的梯度化配置、

合宪性控制及司法适用，构成协同保障制度的规范构造；最后，个人义务嵌入制度构造后

所形成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协同互动，构成该制度有效运行的系统整合机制。

（一）协同保障制度的宪制前提

我国宪法社会权条款的“权利—义务”复合结构，已然构成国家、社会与个人协同

保障的规范基础。宪法文本的变迁清晰呈现了个人义务从缺位到显明、最终与权利并列

构成复合结构的规范脉络。《共同纲领》作为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未设公民基本

权利与义务专章。1954 年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以及受

教育权，但其条款侧重权利宣示，未明定国家义务与个人义务。直至 1978 年宪法才开始

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方面做了大量补充，强化国家在劳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

域的具体义务，并首次将“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写

入宪法总纲。1982 年宪法实现了关键的规范演进：“劳动”和“受教育”被明定为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该转变标志着个人在社会权实现中应承担的义务，首次在宪法层面

获得明确的规范依据。这为社会权保障从国家主导模式，转向以“国家—个人”关系为

轴心的协同保障制度提供了文本根基。此后五次修宪均未变动此核心结构，足见其作为

制度基础的稳定性。

宪法社会权条款独特结构的规范根基可追溯至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逻辑。社会主

义宪法强调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内在一致性，(44) 其目标是实现以共同富裕

为依归的社会自由。共同富裕内含共建与共享的辩证统一，即发展成果须由人民公平享

有，而公平享有的前提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45)由此，个人负有参与社会共建的义

务，国家则负有积极引导个人发展的义务，以符合社会共同富裕的要求。(46) 正是社会主义

的国家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劳动与受教育兼具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属性。(47) 我国宪法将

劳动确立为义务，表明劳动已超越公民个人的谋生手段，成为全体人民共建共享、迈向共

同富裕的基本方式。(48) 而通过劳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又必须依靠公

民普遍接受教育以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因而受教育也具有义务属性。(49)宪法将个人协同

要素内嵌于社会权条款的规范意旨即在于，将个人发展有机融入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整体

进程，使社会权保障超越单纯的个人受益，成为一种能够激励社会参与、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共建共享的制度性安排。

诚然，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任务依然是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50) 但这与

(44) 参见石文龙：《论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与“限制”的规范——对我国〈宪法〉第 51 条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

2013 年第 7 期，第 69-71 页。

(45) 参见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载《经济研究》2021 年第 11 期，第 5 页。

(46) 参见张占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理论与路径》，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年第 6 期，第 55 页。

(47)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7、390、395 页。

(48)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1 页。

(49) 参见前注 ㊼，许崇德书，第 804 页。

(50) 参见陈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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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义务的存在并不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义务观建立在国家利益

与人民利益一致的基础上。(51) 在此前提下，社会权的享有与个人义务的承担形成内在统

一、相互促进的规范结构：国家通过立法确立清晰的构成性要件，为个人社会权的实现提

供制度框架；个人则通过主动履行这些义务，以理性选择的方式参与自身社会权的实现

过程。该结构以社会权的实现为目的，以个人义务的履行为手段。公民通过履行法定受

教育义务以掌握劳动技能，并通过履行就业、社保等领域的构成性义务启动并维系其社

会权，从而为生产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与人力资源保障。此类义务的履行既增进了

共同体利益，也为公民创造了实现基本权利所需的更好的物质文化条件，使其得以切实

享有宪法所保障的自由。该逻辑与我国宪法社会权条款所蕴含的“实质自由”与“实

质平等”双重价值目标相契合。个人义务的履行正是连接二者的规范枢纽：劳动义务的

履行通过国家创造就业条件与个人参与相结合，增强了公民的实际劳动能力，促进其自

我发展与实质自由的实现；义务履行状况的规范化评估则为物质帮助等资源的定向分配

提供了基准，有助于针对年老、疾病等群体实施差别化保障，落实实质平等的要求。

《宪法》第 6 条确立的“按劳分配”原则，进一步从分配正义维度为社会权协同保

障体系的精细建构提供了规范基础。该原则要求社会资源分配体现劳动贡献的差异，实

现各尽所能与各取所得的有机统一。(52) 在社会权协同保障框架中，“按劳分配”主要作

用于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化调节环节，通过将个人义务的履行确立为构成性要件，在法

律上建立起“贡献—受益”的规范关联。一方面，它要求社会保障体系合理体现因贡献

的能力与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受益差异，使有能力者的持续贡献成为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内

在动力。另一方面，“按劳分配”蕴含的实质公平理念，深刻塑造并贯通于广泛的法律

领域中。财产权所担负的社会义务、(53)社会法“倾斜保护与平衡协调结合”的功能定位，(54)

其深层目的均是通过法律的再分配机制构筑并维护一个实质公正的社会秩序。在此整

体框架下，宪法对无劳动能力者、因年老或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物质帮助权，以个人

义务的例外或豁免形态，凸显国家对弱势成员负有不可克减的非歧视性保障义务。由此，

设定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其规范功能之一便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精准

识别机制，将国家与社会的底线保障资源更聚焦地配置给真正需要托底的群体。这正是

“各尽所能”与“弱有所扶”在宪法规范层面的制度整合。

（二）协同保障制度的规范构造

以个人义务为关键变量的社会权协同保障制度，其有效运作依赖于一套精密的制度

构造。该制度构造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在立法形成阶段，通过个人义务要件的梯

度化配置，为制度奠定差异化保障的规则基础；在合宪性控制层面，借助比例原则审查

(51) 参见陈云生：《权利相对论——权利和（或）义务价值模式的历史建构及现代选择》，载《比较法研究》1994 年第 3、
4 期，第 259 页。

(52) 参见肖蔚云、王瑀、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7 页。

(53)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9 期，第 109 页。

(54) 参见冯彦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研究》，载《当代法学》2013 年第 3 期，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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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义务要件的实质合宪性，并依据社会权类型与受影响群体状况设定差异化的审查强

度，确保制度建构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司法实践环节，将已确立的构成性要件作为客观

审查基准，以维护保障制度的规范效力与公信力。三个环节层层递进，分别对应规范的

设定、审查与适用，共同完成社会权协同保障制度规范构造的系统形塑。

1.构成性要件的梯度化立法

个人义务的梯度化配置是社会权协同保障制度规范构造的起点。社会权实现水平

须在“可能性保留原则”的框架下加以确定，即保障程度与制度形成须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等现实可能性相适应。(55) 在此前提下，立法者应根据社会权的类型 (56)、保障目标及现

实条件，差异化地适用可能性保留原则及设定个人义务要件，以平衡社会权保障与财政

可持续性等宪法价值间的张力。

对于最低生活保障、紧急医疗等贴近生存权核心的保障型社会权而言，国家负有

不可克减的底线给付义务，必须积极提供资源、服务或设施保障以满足公民最基本的需

求。(57)可能性保留原则在此主要体现为立法者的形成裁量受国家财政能力的约束，而非

对个人义务的严苛设置。因此，立法仅应设定最低限度的程序性协同义务，相关申请材

料以形式审查为主。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履行能力的个体，应最大限度免除个人义务，

其权利资格可基于客观医学鉴定或法定事实状态直接确定。相反，对于旨在提升生活品

质的改善型社会权，因涉及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可能性保留原则的适用侧重于在资源

有限的前提下确保资源配置的实质正义与效率。立法可设定较为严格的个人义务要件，

并引入公平、公开的竞争性、择优性配置机制，以兼顾资源分配的实质正义与制度运行的

可持续性。例如，在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可通过设置严格的申请条件、轮候排序、评分摇

号等方式确定资格；(58)同时须建立公平、公开的竞争平台，完善相应的筛选与分配规则，保

障符合条件的公民平等参与。

对于介于二者之间的维持型社会权，其旨在应对风险以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可能性

保留原则此时的适用最为复杂，直接约束着立法者在设计“贡献—受益”关联时的裁量

空间。此类制度涉及长期财务平衡与代际公平的问题，是可能性保留原则在财政可持续

性方面的核心实践场域。以退休保障制度为例，过去单纯依据年龄实施的“一刀切”退

休模式，既可能不公平地限制仍有劳动意愿与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劳动权，也容易造成

人力资源的浪费。(59) 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本质上是立法将义务履行与个人选择，整合

于社会权实现过程的制度装置。在协同保障的制度框架下，退休保障的制度构造要求立

法者将个人持续工作年限、养老保险缴费记录等义务履行事实，与养老金待遇水平在法

律上确立为精细的构成性关联。若公民选择延迟退休以获取更高水平的养老金，须保持

(55) 参见前注 ㉔，陈征文，第 12-13 页。

(56) 社会权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保障型社会权、维持型社会权和改善型社会权。参见前注 ㊵，王锴文，第 140-142 页。

(57) 参见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载《法律科学》2021 年第 6 期，第 29 页。

(58) 参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 2、3 章。

(59) 参见林嘉：《退休年龄的法理分析及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6 期，第 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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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并履行持续缴费义务。该制度设计不仅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宪法原则，更在制度

构造层面实现了《宪法》第 44 条规定的退休保障权与第 42 条规定的劳动义务的有机

融合。立法机关依循宪法形成保留条款的规范指引，将个人义务转化为资源分配的实质

性资格条件，使有限的公共资源更精准地配置于最需要的社会群体。同时，构成性关联

的确立有助于限缩社会保障立法宽泛的形成空间，并有效约束福利行政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裁量权滥用。

2.构成性要件的合宪性控制

为确保社会权协同保障制度的正当性，须建构与之匹配的合宪性控制框架。社会权

兼具受益权与防御权的双重属性，既要求国家积极给付，也抵御国家的不当干预。(60) 因

此，相关立法既须恪守由社会权形成保留条款与内在限制条款共同框定的宪法界限，也

须避免对社会权构成不当干预。立法者据此行使形成裁量时，应受比例原则的拘束并接

受相应强度的合宪性审查。比例原则在此为义务要件的梯度化设定提供合比例性标尺。

在具体审查中，应对立法机关在事实认定与规范评估方面的形成空间给予必要尊重，在

监督与尊让之间寻求妥当平衡。(61) 而这一平衡的达成，有赖于依据社会权类型及受影响

群体状况设定差异化的审查强度，以决定立法者论证负担的轻重。

对个人义务内容的合宪性审查，依比例原则的“三阶审查框架”(62) 展开。首先，适当

性原则要求立法设定的个人义务须有助于实现社会保障的正当目的。其重点是审查个

人义务的设定与立法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关联，而非苛求手段必须完全或最大程度地

达成目的。例如，立法要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参加公益服务，若能证明服务内容与促进

受助者提升就业能力、防止福利依赖之间存在合理关联，即满足适当性要求。其次，必要

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在能达成立法目的的各种可能手段中，选择对基本权利限制最小的方

案。例如，“一刀切”地限制养老保险补缴期限，可能使因历史或客观原因中断缴费的

参保者减损或丧失退休保障权益，构成过度干预。(63) 相对而言，采取降低补缴部分的养老

金计发比例等措施，既可承认补缴者的缴费贡献，又可兼顾长期连续缴费者之间的公平

与制度可持续性，对参保者基本权利的限制更小，更可能通过必要性审查。最后，均衡性

原则要求审查立法通过设定个人义务所追求的制度效益，与个人社会权所受的限制或负

担之间是否成比例。然而，若涉及基本权利保障的核心内容，其本质为人格尊严，排除一

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不受比例原则权衡。(64) 生存保障属于社会权保障范围的核心内容。

因此，对于部分或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的公民，任何以其未履行义务为由而削减其基本生

存保障的措施，原则上应被推定为施加了过度负担。

(60) 参见前注 ④，张翔文，第 22 页。

(61) 参见陈征：《论比例原则对立法权的约束及其界限》，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154-155 页。

(62)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载《法商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98-99 页。

(63) 参见“辽宁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纠正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认定违法行为案”，载最高人民

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zdgz/202505/t20250529_696925.shtml，2026 年 8 月 18 日访问。

(64) 参见柳建龙：《论基本权利冲突》，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6 期，第 1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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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例原则三阶审查的基础上，还应依据所涉社会权类型及受影响群体的具体状况

进行审查强度分层。(65) 第一，对于保障型社会权，若个人义务的设定触及生存权的“本质

内容”(66)，应适用严格审查基准。国家此时负有不可克减的底线保障义务，个人义务仅能

作为辅助性存在。立法者应当对该义务要件的合宪性承担最强论证负担，以确保任何构

成性要件均不可能导致公民因履行能力欠缺而被排除在最低保障之外。对于完全或部分

丧失履行能力的群体，审查强度尤应从严。第二，改善型社会权以提升公民生活品质为目

标，涉及高等教育机会、科研资助、保障性住房等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立法者在设定个

人义务要件时享有一定形成空间，但仍须通过中度审查基准。审查机关应重点审查义务

要件与立法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关联，即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对待是否具有宪法上

的正当性，以及差别对待的幅度是否与群体间的实质差异保持均衡。第三，对于养老、医

疗、失业保障等维持型社会权，立法者在设计“贡献—受益”关联时享有较宽泛的形成裁

量，审查机关应采取合理性审查基准，适度尊重立法者的制度形成空间与事实判断。审

查重点为立法者是否逾越了宪法设定的形成裁量边界，以及义务要件的设定是否逾越了

比例原则的底线要求。对于因非主观过错（如灵活就业、体制转型导致的下岗）而无法

完全履行义务的群体，立法应提供合理的补救或替代通道，防止形式公平掩盖实质不公。

3.构成性要件的司法适用

为确保社会权协同保障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运行，须建立与之匹配的司法审查规范基

础。社会权的实现不仅依靠合宪性审查，更需依托行政诉讼获得具体保障。(67) 社会权内

含的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面向，曾引发关于其是否具有可裁判性的理论争议。(68) 而个人

义务作为构成性要件被立法明确引入，为缓解社会权可裁判性的理论争议提供了审查支

点。立法将享有社会权所需满足的缴费年限、就业状态等实体条件，转化为清晰的个人

义务规范。这既为国家给付义务划定了清晰的法律边界，避免因福利资格模糊而引发的

财政风险与权责失衡；也为司法机关审查行政机关的给付决定提供了客观、稳定的规范

基准。相应地，法院的审查重心得以从监督宽泛的行政裁量，转向核实申请人是否已满

足法定的构成性要件。例如，法院在失业保险金发放争议中需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并依据《失业保险条例》第 14 条同步审查申请人是否满足缴费年限、登记、求职等法定

要件的履行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在审查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要件时，法院的司法功能不应局限于

对构成性要件的机械核对。尤其当个人义务涉及“丧失劳动能力”“积极求职”等不确

定法律概念时，行政机关仅在临界案件中享有判断余地，且该判断的合理性仍应接受司

法监督。(69) 法院应当审查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与适用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

(65) 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21 页。

(66) 参见韩大元：《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保障》，载《学习与探索》2005 年第 4 期，第 81 页。

(67) 参见胡敏洁：《转型时期的福利权实现路径——源于宪法规范与实践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 6期，第 69页。

(68) 参见胡敏洁：《论社会权的可裁判性》，载《法律科学》2006 年第 5 期，第 26 页。

(69) 参见王天华：《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 3 期，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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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是否脱离社会权保障的规范目的。此类案件中，司法审查应遵循明显性审查原则，

即当行政机关的解释与适用明显违背情理、经验法则或法律规范目的时，法院方予纠正。

具体审查应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行政机关的认定是否具备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二

是其判断过程是否已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三是最终结论是否明显违背情理、经验法

则或法律规范目的。例如，在养老金给付诉讼中，法院不仅需审查发放行为的合法性，也

需审查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概念的认定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审核有害健康的特

殊工种提前退休资格时，司法实践通常将“工作不饱和”“临时放假”等非全职情形排

除在连续工龄计算之外。(70) 此类认定标准既有助于确保保障政策精准覆盖长期持续从事

高危职业的劳动者，也避免了因标准泛化而不当排斥其他非全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

正反映了司法机关对“有害健康工种”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在适用中的审查把关，防范社

会权实现的构成性要件在实践中被异化，从而维护社会权保障的制度实效。

（三）协同保障制度的系统整合机制

基本权利不仅承载着个体生存发展的保障功能，更肩负着塑造社会主义秩序的整体

使命。(71) 基于宪法规范建构的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体系，最终目标是确立健全的社会

权协同保障制度。该制度由两个相互支撑的子系统构成：一是以个人义务履行为核心

的“构成性要件—权利实现”调节系统；二是以国家财政与社会统筹为基础的“补偿—

托底”稳定系统。前者通过将个人义务设定为启动、维持或衡量社会权实现的构成性要

件，引导个人行为并优化资源配置；后者注重公平与安全，致力于守护社会团结与底线生

存保障。立法者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使这两个子系统协同运作，在激励个

体奋斗与保障社会稳定、尊重劳动贡献与恪守人道底线之间，达成契合社会主义宪法精

神的动态均衡。该保障路径既区别于在宪法中列举社会权利、可能引致福利无序扩张的

“社会权”模式，(72) 也不同于仅明确社会国家原则、将社会福利完全委诸立法裁量的“社

会国”模式 (73)。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放缓等挑战时，中国宪法构建的社会权协同

保障机制展现出在提升保障效能、增强制度可持续性与适应性方面的显著优势。

第一，公民与国家的协同重构了权责关系。社会权内涵具有共同体本位、公民身份

建构与人民主权的多重维度，(74) 其实现不能仅依赖国家的单向给付。中国宪法上的劳动

权首先是一种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承认规范。(75) 个人义务的履行使该承认规范获得实践

形态，即履行义务是公民对其作为国家主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身份的主动确认。由此，

公民角色实现了从被动受益者向积极参与者的转变：义务履行不再只是获取给付的手

(70) 参见“秦某不服某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案”，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官网，http://scfy.scssfw.
gov.cn/article/detail/2024/07/id/8028148.shtml，2026 年 8 月 18 日访问。

(71) 参见李忠夏：《社会本位的中国基本权利功能体系构建》，载《中国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227 页。

(72) 参见王堃：《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载《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 4 期，第 62 页。

(73) 参见前注 (72)，王堃文，第 63 页。

(74) 参见前注 ⑥，刘晗文，第 175 页。

(75) 参见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3 期，

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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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更是公民作为责任主体对自身权利进行主动规划的体现。与此相应，国家角色也从

全方位给付者向制度供给者、规范秩序维护者与底线守护者转型。社会权的受益权功能

固然要求国家积极给付，(76)但国家介入应遵循辅助性原则，其目的在于恢复与提升公民的

自立能力，而非以国家给付替代个人努力。至此，权责关系在公民角色的转变与国家角

色的转型中获得了双向重构：公民通过履行义务参与自身权利的建构，国家通过制度供

给与底线保障回应公民的协同参与。该协同机制藉由权责厘清、程序透明与规范强化，

既能提升社会保障资源配置效率，又有助于规避传统福利国家易陷的财政不可持续与个

体激励匮乏之困境。

第二，代际协同奠定了制度的可持续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面临一个根本性的

代际难题：每一代人的义务履行与权利享有之间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形成规范关联？若

缺乏此种关联，社会保障将退化为单向的资源消耗，难以在代际之间维持公平与可持续。

社会权实现的个人义务在此提供了规范纽带，通过立法将中青年时期的义务履行（如社

保缴费）与老年时期的社会权享有（如养老金领取）建立构成性关联，使每一代人的缴

费行为既构成其未来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也实质支撑着上一代人的权益实现。由此，公

民不再是被动的福利领取者，而是代际循环中通过义务履行获得权利主张地位的规范主

体。该结构的规范根基可追溯至《宪法》第 49 条对家庭、母亲和儿童的保障，其涵盖了

人从出生到衰老的完整生命历程及其中的依赖与扶助义务。(77) 在此规范框架下，劳动等

个人义务的履行既是对共同体中弱势成员权益的维护，也是对个体在生命旺盛期所应承

担的社会义务的确认。它不仅确保了社会保障基金的代际平衡与财务可持续性，更在法

律层面将家庭伦理升华为一种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普遍社会连带义务。这一机制使社

会保障制度从资源消耗体系转向代际循环的规范系统，为应对人口结构变迁提供了内在

的制度弹性。

第三，将宪法社会权实现的条件转化为个人义务，是法律系统回应社会复杂性的核

心机制。社会权实现同时关乎资源分配的政治决策、规范预期的法律形塑与个体生存的

真实状态，其复杂性要求法律系统发展出特定的回应方式。依据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基

本权利须在一系列的社会关联性中才能成为现实，特定的制度可以促进基本权利的落

实。(78) 将社会权实现的条件转化为构成性要件，正是法律系统的回应：它将宏观的政治

经济决策与就业、收入、需求等微观的生活事实，整合为法律内部可运作的、具有明确“如

果—那么”条件结构的规范构造。例如，将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设定为养老金领取资

格的构成性要件，将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设定为失业保险给付的构成性要件。此种构

造一方面使法律决策摆脱对个体道德动机的无效探究，转而依托客观、稳定的法律要件

大幅提升决策的可预期性与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将高度情境化的个体境遇转化为法律上

可识别、可处理的规范命题。由此，社会权实现中嵌入个人义务的深远意义并非向公民

(76) 参见前注 ④，张翔文，第 25 页。

(77) 参见张龑：《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 年第 4 期，第 705 页。

(78) 参见前注 ⑫，张翔文，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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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嫁国家义务，而是在充分承认社会复杂性的前提下，使法律系统能够并行不悖地承载

权利保障、资源分配与风险控制等多元功能，展现了法律制度在整合多元社会期待、化约

复杂性方面的独特治理优势。

五、结 语

社会权保障并非单纯的资源分配问题，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宪法规范层面的

具体展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个人义务的体系化构造为社会保障制度从政

策覆盖迈向制度整合提供了规范转化机制。宪法社会权条款由此从原则性的授权与形

成委托转化为可操作的构成性要件，并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形成可持续的规范互动结构。

面对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双重约束，协同保障路径使宪法社会权的实现超越国

家单向给付模式，既为权利保障与制度理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提供了规范框架，也为人的

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统筹推进开辟了制度通道。该路径不仅使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权利实现的制度安排中获得规范表达，更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注入根

植于宪法规范的制度动力。

Abstract: The state-centric paradigm narrows the normative functions embedded in 
the rights-obligations composite structure of China’s constitutional social rights provisions. 
Return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text, the content-formation reservation constituted by 
provisions involving duties to work and to receive education provides legislative grounds 
for constructing social rights security systems, while intrinsic limitations such as ‘loss of the 
ability to work’ and ‘being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delimit the inherent boundaries of the 
protective scope of social rights. Through social security legislation, legislators transform 
these constitutional norms into legal obligations that individuals must perform when 
claiming social rights. These obligations are legislatively constructed as a tripartite scheme of  
non-coerciv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 qualification confirmation, status maintenance, and 
benefit calibration — serving as an institutional channel for translating constitutional norms 
into enforceable entitlements. Consequently, the logic of social rights realization shifts from 
unilateral state provision to synergy between state safeguarding obligations and individual 
collaborative duties. This construction resolves the apparent paradox that labor and education 
are both rights and obligations, delineates substantive boundaries for legislative discretion, 
and provides a constitutional normative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amid demographic aging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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